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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实用和文化上的中西交流（主要是引入）有目共睹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无可比性的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问

题，并且关系到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的纯正性。但是自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凡是触及到这个

问题，都再也不能像以前的士大夫那样鄙夷地说他们无君无父，类似禽兽了。毕竟，我们的

生活至少在器具实用层次上已经完全“西化”了，如果说，现代的科技和产品代表着西方文

化的话。不过，现代的科技发展固然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却未必就认同这个

命运。海德格尔对世界图像时代来临的恐惧和对西方哲学的痛加反思，就是他们要摆脱这个

命运的努力。不过近来颇有知识分子以要求中国文化的自留地为由，对西方哲学和思想行摒

弃之事了。 

我们自清朝末年，西方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就痛定思痛，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

争取超过他们，起码能够和他们抗衡，不受欺负。我们仿照他们建立船厂和武器工厂，造出

了一样的坚船利炮。结果怎么样？甲午一战，负于日本弹丸小国。国人大惊。反思我们为什

么会失败？发现日本不但一样的仿照西方造船造枪，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进行改革。这就要

在更深的层次上接受西方文化这个不速之客。我国的知识分子反思的结果是，必须从思想上

革新，学习外来文化，尤其指西方文化。我们开始重视西方的思想，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为

前提的。如果闭目塞听，不知道西方的思想精髓，而仅仅学些皮毛末技，还是于事无补。但

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不能像更新武器装备一样容易说服人。而且也不是说拿来就拿来的。

国人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难以受到西方“新文明”洗礼的代表。在近

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中国要强大，非去掉诸如此类的源自传统的劣根性不可。 

难道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对病痛的体验是真实的，所开的药方可能也是急方。未必对

一切时代都有效。既然我们的病渐渐有了气色，再用急药恐怕不成。有丢开这个药方的想法

也并非不行。但是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从实实在在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的教训是，对于有形的国土，不能闭关锁国，对于无形的

精神国土，闭关锁国也不是好的出路。从实用和交流上来说，只有知道了西方文明的根本―

―当然是别人的思想文化，才有根据决定，什么是应当从他们那儿拿来的。罗素在其1922年

发表的《中国问题》中，曾对中国的文化作出极其鼓舞人心的预言，他认为：“我相信，假

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

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

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同时罗素也预言到两种令人担忧的发

展倾向，一种是中国文化的抛弃，代之以西方的文化。世界上徒增另外一个智力发达的工业

化、军事化国家，这种国家正折磨着我们的这个星球。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完全的文化保守主

义，排斥外来文化。这种做法的后果不可预料。但是就当时的状况来看，中国的内忧外患促

使人心思变。连20世纪初的罗素都认识到，传统的中国文化固然伟大而崇高，但失去了生机



和活力。如何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问题，可以说就是促发其内在的生机，重新使它变得充满

活力，进而再度繁荣昌盛。来自中国思想和文化内部的刺激很有必要，但是来自外部的激发

和对照也不能随便放弃。 

2中国思想作为学术其纯正性的必要和不必要  

作为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方法，本身有存在的必要。这种问题不只是在我们现代的中

国存在，在现代的西方和中古的西方都存在着。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计名利和功用，孜

孜以求古籍中的真知灼见。虽然当时风光无限和身后青史留名的人往往都不是他们。但是，

文化精髓和命脉的传承全要仰赖这些人。古往今来的那些皓首穷经的人不应当因为他们没有

提出对现实的建设性意见就遭到嗤笑。“为往圣继绝学”者，非他们又是谁呢？海德格尔就

说，德国思想总是在一再地回到古代获得自己的生命力。他说，古代任何思想都不能被替代

和超越。我们只有回到古代才能认清自己，才能知道自己、自己的民族行动的方向。 

不过在汲取古代文化精髓中，需要辨明的一点是，学术上的纯正的诉求并非一种精神上的血

统纯正的要求。如果把接受外来思想和方法的刺激，甚至把外来的文化吸收到自己的经典解

释中去看作大逆不道。更有甚者认为，不但没有必要让外来文化来玷染中国传统思想的纯

洁，而且要始终分清它们的异质性，谨防混乱。把这种学术成果看作混杂不纯的私生子，那

就是对学术纯正的过分的要求，乃至可以称为“洁癖”。这种要求其实并无益于思想的传承

和学术的发展。甚而至于，它如果真的成了宗教，就要闹出个宗教裁判所来钳制异端，像中

世纪的西方那样。 

人的出生地有东有西，但精神自身无分中西，不以地域而划分自己的取向。我们生生不息，

所生活的物质和文化环境都不断变化。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这是文化问

题的最基础的来源，也是我们要求思想和文化有所发展的最终根据。这个根据也是东西一理

的。只是思想的积淀和历史形成的不同关怀向度，使得中西思想文化显现出了差异。所以，

那种要求身为中国人就应该完全同意并接受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取向，若不如此，则有各种不

名誉的嫌疑的看法，是没有什么更深的依据的。 

3．学科方法问题  

对于古代经典的探索，可以说是一种敲击和反应。我们对之敲击力度越大，它发出的回应越

大。就像伽达默尔认为的，我们对经典的解释就是和经典和历史的对话。经典给予我们的回

答，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我们的问题。我们能否提出更好的更有价值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

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切的关怀。这种视野不是凭空架设，提出问题也不是白日做梦。超越

方法的差异，发现西方哲学思想中对存在和对人自身的探索的努力，这就是对真理自身的探

求。 

所以，对待一个学科的方法问题是一个问题，比如用数理的方法量化的、精确的考察对人文

学科不适用。这一点不是近代以来的诠释学家的新发明，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

经说了，数学的方法不能用于实践哲学。但是在哲学或者思想文化研究范围之内，方法问题

并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和思想，这是中国和西方思想都抵

制的研究方式，这一点它们并无冲突。至于它们各自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同问题领域和不同的

研究方式，只会互相借鉴，而不应该相互抵牾。那些一向在我们视野之外的问题，一旦被发

现，恰会鼓荡激励我们去提问，去敲击。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和“他们的”眼光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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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和方法，仅仅从哲学和思想本身来考虑，也许会更坦然地承认它们之间到底区别在

何处，在当下的境域中，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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